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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雾都孤儿》中济贫院的慈善假象，运用比尔·布朗的物叙事理论，通过分析《雾都孤儿》中的

稀粥、衣物及奥利弗的卖身契等物品，从食物虐待、上层社会压迫及人身权利侵犯三方面，探讨《雾都

孤儿》中的“物”如何揭示维多利亚时代以济贫院为主的慈善组织的伪善，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提供一个

物叙事的新视角，构成小说的物叙事话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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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hypocrisy of charity in the workhouse in Oliver Twist, applying Bill Brown’s 
theory of thing narrative. By analyzing items such as the thin gruel, clothes and Oliver’s indenture 
in Oliver Twist, it examines from three aspects—food abuse, oppression from the upper class and vio-
lation of human rights—how the things in Oliver Twist reveal the hypocrisy of the charity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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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ed around workhouses in the Victorian era. Based on existing research, this paper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on thing narrative and constitutes a thing narrativ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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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雾都孤儿》诞生于英国社会制度剧烈转型的阵痛期。一八三四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新济贫法(New 
Poor Law)，取消对穷苦百姓的一切金钱的或实物的救济，只承认一种救济方式——把穷人收容到济贫院

去。此举标志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慈善理念从宗教救赎转向社会控制，济贫院(Workhouse)成为践行这一逻

辑的核心社会机构。狄更斯早年所居住的诺福克街(Norfolk Street)，距离伦敦克利夫兰街济贫院(Cleveland 
Street Workhouse)不过几门之隔。鲁斯·理查森在《狄更斯与济贫院》一书中也记录到：“在创作《雾都

孤儿》之前，查尔斯·狄更斯曾在此地附近的这所济贫院附近居住了数年之久。”[1]我们可窥见，狄更

斯在小说中大量描写了他所观察到的济贫院中的日常之物，捕捉到济贫院中的物具有批判张力，因为它

们处于人道关怀与制度暴力的中间带：食物本应滋养生命，却沦为计量饥饿的工具；衣物本应提供庇护，

却化作阶级烙印的刑衣；契约本应保障人身权利，竟成为了贩卖儿童的许可证。 
布朗的“物质无意识”概念认为物质细节描写的出现并不是要表现主题或情节，因此这些物质单独

陈列，常常无法建立起相关的联系，但如果一旦被“回顾”，却能揭示出“日常生活的意义结构和物质变

化”[2]。因此，“将这些文本中过度涉及、但缺乏明确象征意义的物质痕迹汇聚起来，可以揭示出特定

历史时期的文化结构和政治逻辑”[2]。由此不难发现，小说中前五章以及后半部分对济贫院展开了详细

的描写，其中以稀粥为代表的食物、教区管理者的服饰及奥利弗的卖身契提及次数较多，它们并非狄更

斯作品中的主要象征，却在某些叙事节点反复出现。这些物品能够强化文本中的某些人物，并关联到“文

本中的矛盾、斗争及其他细节”[2]。 
本文聚焦以上三种物质，揭示“物”如何超越其物质功能，成为承载社会无意识的政治符号。同时

揭露济贫院作为“慈善”组织的合法性表象下，实质是通过系统性的物质剥夺展开生存虐待、道德压迫

和人身权利侵犯。 

2. 食物虐待——稀粥 

西方文学研究领域的“物转向”同样推动了文学批评的食物转向。乔修峰指出“吃喝是那个时代的

头等大事，但在吃喝背后，还有着心理上的渴求，还有对社会风气的批判，对法律背后的伦理取向的反

思以及对理想社会的憧憬”[3]。小说《雾都孤儿》前五章大量描写了济贫所中贫苦人民忍受饥饿，每天

仅靠稀薄的白粥度日的场景。在解释“物质无意识”时，布朗建议在分析某一文学作品时，要在文本表

层的物质细节之间“建立一系列的联系”[2]，也就是说“在解读作品时要抑制探寻象征意义的冲动，从

物入手拓展至物物关联、物人关联，挖掘作家编织在这些琐碎物质细节中的意义网络和文化结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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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发现小说中出现次数最多的稀粥具有明显的物人关联，通过食物与人物之间的互动，可以挖掘出物

质无意识下揭露的社会压迫机制，推动小说情节发展。 
首先，稀粥表面上呈现的不合理的膳食制度下，实则隐藏着当时英国社会对贫民的生存压迫。《新

济贫法》建立的济贫院制度实行“劣等处置”原则，规定济贫院不是监狱，人们自愿进入，但新成员要经

历种种艰苦磨难，游手好闲者的生存状况不应该明显地比最差的独立劳动者的状况更为称心如意。同时，

降低济贫院的食宿条件，使之低于最低收入劳工的生活水平，也就是有名的“不那么理想”原则，以恶

劣的条件吓退胆敢到济贫院吃白食的贫民。此原则具像化表现为狄更斯在小说中以科学报告般的精确性

描述的济贫院饮食分发条例：“规定每天开三餐稀粥，每周两次发放葱头一个，星期日增发面包卷半个。”

[5]管理者让贫民自行选择要么在济贫院慢慢地饿死，要么在济贫院外很快地饿死。稀粥是由大量的水及

少量的燕麦熬煮而成，粥碗薄得能看见碗底的花纹，每人定量一小碗，且严格禁止再添。男童们“总是

用汤匙把碗刮到恢复锃光瓦亮为止。刮完了以后(这件事照例花不了很多时间，因为汤匙同碗的大小差不

多)他们坐在那里，眼巴巴地望着粥锅，恨不得把砌锅灶的砖头也吞下去，同时十分卖力地吮自己的手指

头，指望发现偶然溅在那上面的粥嘎巴儿”[5]。济贫院的贫民“才喝了一两个星期的稀粥，衣服在他们

骨瘦如柴的身上已开始哗啦啦地飘动”[5]。因为食物的匮乏，“殡葬费用增加了，还得把收容所的所有

贫民的衣服改小”[5]。在济贫院，人们无法通过日常的食物进行生存，稀粥只能让贫民维持在生与死的

边界之中，因而稀粥作为食物饱腹的物质功能已经丧失，正如布朗所言“物质开始阻碍了我们惯常的知

识路径”[6]，便开始无意识揭露了新济贫法下“劣等处置原则”的残酷本质：免费食物表面上是慈善的

馈赠，实质却是国家机器对贫民肉体与生存的剥夺。生存权利异化为权力施舍，贫民若要获取果腹之物，

必须放弃尊严，遵从制度。 
如果认为小说中关于稀粥的描写仅仅止步于展现食物匮乏给人类带来的生存威胁，则低估了狄更斯

的文学匠心。细究文本，不难发现食物实则是《雾都孤儿》中情节冲突的发端，是管窥人对他人道德评

判、自我价值判断等社会景观的媒介，以稀粥为代表的食物恰恰映射出维多利亚社会对于贫民的道德压

迫，正如兰善之所言“贫困在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首先意味着公共道义上的堕落”[7]。《雾都孤儿》中

的食物叙事揭露“解决贫困的根本办法不是社会救助，而是对穷人加强‘道德抑制’”[8]，通过制造比

自由劳工更恶劣的生存条件，将贫困定罪为道德失败。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贫穷的根源就是好吃懒做以及

无节制的生育，穷人不知道如何更合理地使用自己的精力，规划自己的目标，不愿为了更长久的幸福而

延迟当下的满足。自此之后，领取社会救济就被人们普遍视为一种耻辱：“穷人的贫困原本值得同情，

但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它却让人生疑，甚至往往意味着罪恶。”[8]由于贪吃和懒惰被视为穷人最典型的

堕落特征，我们就可以理解每天吃着济贫院施舍的吝啬的稀粥，奥利弗因同伴说的一句“难保某一天夜

里他不会把睡在他旁边的一个幼弱孩童吃掉”而被推举要求添粥时[5]，教区管理者将他的基本生存诉求

视为挑衅权威，断言奥利弗将来准上绞架。后来奥利弗被送到棺材铺做学徒，苏尔伯雷太太最关心的问

题之一就是他挑不挑嘴。当她见奥利弗把一碟连狗都不肯闻一闻的美食一扫而光之后，不免为他的胃口

而忧心忡忡，因为在苏尔伯雷太太看来，贪吃就是各种堕落的征兆，是将来必受绞刑的最初信号。正如

韩启群所强调“事物不仅是文本解读的起点和源头，而且被赋予了主体地位，事物的能动性成为审视事

物与人之间关系的新视角”[4]，尽管食物的物质功能是被人食用，但是在它们制作完成之时，它们已经

拥有了存在的现实性，并具有精神属性，由此对人物产生影响。因此，“济贫院的伙食要差，有劳动能力

者必须强制劳动。如果济贫院太舒适，贫民就会选择进来吃白食，导致道德堕落”[7]。教区管理者反复

宣讲懒惰之罪，将贫民对食物的生存需求曲解为道德缺陷，这种道德绑架将食物无意识作为彻底颠倒压

迫关系的工具，制度施暴者通过污名化受害者，将道德压迫转化为贫民的自我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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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层社会压迫——衣物 

傅修延教授对布朗的“物质无意识”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探究，他认为“文学既关注人类自身，也关

注物质对象。诸如服饰、饰品以及其他实用器具之类的物品，是人类自文明兴起以来就相伴左右的自我

延伸，因而自然而然地成为人类思想和行为的象征”[9]。那么，物品可以作为与人互动并产生叙事意义

的符号。傅教授同时解释道“只有作为与人相关联的隐喻和象征，尤其是与人的需求和欲望相关联，事

物才能在叙事中获得特殊的意义，并成为引人深思的符号”[9]。因此，物品可以转化为欲望的外在体现，

并成为行动的原因和焦点。作为管理孤儿院与济贫院的教区干事，班布尔先生在小说开头出场时，就身

穿标志绅士身份的白背心，戴着皮制的三角帽，手拿精致的藤杖。孤儿院的曼太太一见他，便殷勤地把

他的三角帽和藤杖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而班布尔先生坐下后洋洋自得地向三角帽看了一眼，面露笑容。

曼太太在班布尔绅士到来之后，更是拿出了珍贵的杜松子酒，而平时济贫院的孩子们连达菲糖浆都只能

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喝到。狄更斯这一连串对服饰的着重描写，不得不让人引起重视。张扬的穿着体现

出班布尔绅士威风凛凛的性格特点，他自视高贵的态度也使得他对穷人产生本能的厌恶，尤其是面对当

时既衣衫褴褛又瘦弱不堪的奥利弗更是唯恐避之不及。服饰作为人欲望的外在体现，形成了班布尔绅士

和曼太太行动的原因，成为新济贫法阶级暴力的物质载体，构成维多利亚社会隐秘的阶级压迫。狄更斯

在《雾都孤儿》前五章对教区干事班布尔制服的反复书写，不仅是一种物叙事，更通过与《新济贫法》

(1834)的精神内核共振，将维多利亚时代的阶级压迫机制具象化为服饰政治学。 
服饰产生的阶级压迫不仅存在于人对于权利欲望的外显，还存在于其双重性的特征。它作为衣物本

身视觉上进行呈现，但其物理性存在被忽略，真正产生作用的是让济贫院的贫民心理感知到自己与管理

阶层巨大的阶级差异。比尔布朗在《物论》中提出“物具有双重性”，宁一中教授对此阐述为“一个物

体，有着物理性的存在，但对它的存在的感知往往需要一个心理上的陌生化过程。这使得同一物体看似

有着双重的存在：一方面是被视而不见的具象存在；另一方面是心理感知后的存在，这种存在往往在一

种突然的陌生化过程中发生”[10]，因而济贫院贫民产生这种阶级差异感知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 
其一，班布尔及其他教区管理者“白背心”的刺眼存在是《新济贫法》“劣等处置”原则的视觉化表

现。班布尔先生每次挺起被“金表链勒出红痕”的躯体时，白背心的织物纤维都在编织虚伪的道德高尚：

白色既标榜济贫官员的清白无瑕，又将贫民窟的肮脏环境反衬为道德污染源。当奥利弗因索要添粥被穿

白背心的绅士们宣判注定绞刑时，“白背心”变成《新济贫法》的抽象暴力化身，将生存需求转化为道德

缺陷的审判过程物化为服装压迫。值得一提的细节是，这些教区管理者在狄更斯的笔下都没有具体的姓

名，而是统一用“白背心的绅士”来指代。甘菲尔德先生来领走奥利弗之时，“白背心的绅士”讨价还

价，资本主义者吝啬贪婪的嘴脸一览无余。而且，在奥利弗和班布尔先生去往济贫院的路上，“小奥利

弗牢牢抓住干事金钱饰边的衣袖翻口”[5]，换来的是班布尔先生不耐烦的语调，以及理事会对奥利弗是

个傻瓜的结论。济贫院定位为慈善机构，却做着一切和慈善无关的行为，背后的操盘手正是这些冠冕堂

皇的“白背心”绅士，因而“白背心”在狄更斯的笔下不是服饰，而是心理感知下的阶级差异。 
其二，班布尔头顶的“三角帽”则是新济贫体制对旧压迫结构的继承性改造。维多利亚时代，从工

人阶级到上层阶级，圆顶礼帽风靡一时，黑色高顶礼帽则最显身份地位。帽子是绅士的象征，在巧妙区

分个人和职业差异，尤其是社会阶级差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帽子原本是男性温文尔雅和权力的

象征，在现实中却是所谓的“绅士”高人一等，蔑视贫民，践踏权利的遮羞布。同时，三角帽本属 18 世

纪治安官的标志性装束，这种服饰的刻意复古，既强调济贫体系与司法暴力的同源性，又通过物件的变

形使用，揭示资产阶级如何在进步主义面具下延续封建压迫逻辑，表演着“慈善贵族”幻象，在《新济贫

法》框架下转化为新型阶级统治工具。由此可见，《新济贫法》以劳动纪律重塑贫民灵魂的企图在此异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6.141005


凌心玥 
 

 

DOI: 10.12677/wls.2026.141005 36 世界文学研究 
 

化为服饰对肉体的规训，正如福柯所指的权力可见性策略。济贫院的贫民们的褴褛衣衫，与班布尔等绅

士的制服形成物质暴力链条，共同构成阶级秩序的物化编码系统。 
狄更斯通过服饰的物质性揭示意识形态生产的隐秘路径。白背心与三角帽如同《新济贫法》精心设

计的救济陷阱：它在遮蔽官员真实面目的同时，为贫民划定不可逾越的阶级边界。这种物质符号的双重

遮蔽性，印证了比尔·布朗所说的物既揭示又隐藏社会关系的辩证本质。狄更斯的服饰书写将《新济贫

法》的抽象压迫转化为可触摸的物质暴力，当班布尔的白背心在伦敦阴霾中发出病态反光，它不仅映照

出济贫院的罪恶，更折射出整个维多利亚社会将人性异化为物的制度本质。这服饰政治学的终极讽刺在

于：号称“进步文明”的资产阶级，仍需借助服饰这种最古老的等级符号来维系统治，恰恰暴露了资本

主义现代性中未曾消散的封建思想。奥利弗扯破的粗麻布衣与班布尔崩开的制服纽扣，共同构成对阶级

压迫最尖锐的物质性控诉。 

4. 人身权利侵犯——卖身契 

当济贫院理事会贴出奥利弗的卖身契“任何人要是愿意解除教区的负担，把奥利弗·推斯特领走，

可得酬金五磅，换句话说，任何男人或女人，如果需要一名学徒从事任何手艺，任何买卖或行业，都可

以来领五英镑和奥利弗·推斯特”[5]，狄更斯揭开了维多利亚时代人身权利商品化的黑暗事实。唐伟胜

认为，“在文学叙事中，物品所起的叙事作用之一就是充当演员，影响人物的行为并推动叙事的发展”

[11]。无疑，奥利弗卖身契的贴出是小说前半部分高潮部分，将济贫院慈善机构的伪装彻底撕破，上层阶

级对人身权利的蔑视可以冲破法律的界限，实施赤裸裸的人身权利侵犯。我们将小说中以卖身契为中心

事物展开的情节进行整体的分析，便可得知维多利亚时代利益至上、践踏人身权利的历史特征，正符合

布朗“物质无意识”的特征。 
卖身契一开始贴出价格为五英镑，但在甘菲尔德先生来到济贫院之后，教区干事开始与他进行价格

谈判。“至少，考虑到这是一种很脏的行当，我们认为必须降低补贴的金额。你们给多少，先生们？说

呀！不要过分卡一个穷人。你们到底给多少钱？”[5]一位绅士考虑后先提出三磅十先令已经够多的了，

另一位绅士认为十先令不必加上，然而这个价格甘菲尔德定是不愿意，他现在正缺五英镑，于是他提议

降为四磅。然而，林金斯先生却是态度很坚决，又重复了一遍三磅十先令一个子儿也不添。甘菲尔德与

教区干事一来一回为了奥利弗的身价而讨价还价，在这个被贩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孤儿的生

命价值量化为货币，资本主义社会将人身权利彻底商品化，儿童异化为可交易的劳动单位。 
在谈判过程中，教区干事对奥利弗的评价更是展现出资本主义上层社会天生的优越感，正是这种优

越感造成他们对底层人民人格的侮辱以及人身权利的践踏。当甘菲尔德想要在三磅十先令上再周旋，协

商交易价格为三磅十五先令时，一位穿白背心的绅士说道“即使没有一文钱补贴，谁要了他已经捡了便

宜。把他带走吧，你这个傻瓜！他给你做徒弟正合适。得有人经常赏他几棍子，这样对他有好处；管他饭

也不用花很多钱，因为他生下来以后从来没有给撑大过肚子”[5]。教区干事身着白背心，称为绅士，言

语却满是对奥利弗的侮辱。济贫院三顿喝稀粥，从不给贫民们吃饱喝足，在他们眼里却是不值一提的小

事，甚至还因为奥利弗的瘦小洋洋自得，因为他的瘦小花不了多少饭钱，对于甘菲尔德先生来说又减少

了一笔开支。在班布尔先生领着奥利弗，准备送给甘菲尔德的时候，他对奥利弗再次强调了他的价格“教

区还花费了三磅十先令呢！三磅十先令，奥利弗！也就是七十先令！也就是一百四十六个便士银币呐！

这么一大笔钱都花在一个谁也不喜欢的顽劣孤儿身上”[5]。傅修延认为，“作家写人，必写物；甚至通

过物来塑造人物，因为物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的自我延伸”[12]。在此，教区干事的人物形象通过卖身契便

精准塑造，暴露出 19 世纪英国上层社会精致的利己主义，也暴露出工业革命创造的物质财富与阶级压迫

的加剧形成更深一步的压迫，正如陈后亮所言，“穷人被等同于犯罪阶级，他们身上汇聚着中产阶级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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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各种不良习性，并被解释为他们糟糕生存状况的根本原因，由此资产阶级在道德上的优越感便得到

了确立，进而摆脱了对穷人进行救助的社会责任”[8]。 
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细节是狄更斯在描述贩卖奥利弗的过程中，似是一笔带过，但又引人注意地写

道“理事们接着商量了几分钟，不过声音很低，除了‘节省开支’、‘账面上比较好看’、‘公布一份铅

印的报告’外，什么也听不清”[5]。以上理事会的一些只言片语之所以能听出来，狄更斯也解释道是因

为重复了好多遍和特别强调的缘故。由此可见，济贫院本是为救助贫困者设立的慈善机构，但实际却成

了管事们谋取私利的工具。前面两节的论述中可以得知新济贫法施行“低标准原则”，管事们借此将救

济对象视为社会公敌，视为“懒惰者”，削减本就微薄的救济物资，把节省下来的资金纳入自己囊中。虽

然一直有评论家认为狄更斯夸大了事实，但在他写《雾都孤儿》的一八三七年，英国遭遇了工业革命以

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全国经济陷入萧条，并一直持续到一八四二年。这六年是十九世纪英国历史上最

为凄惨的一段时期，工业发展陷入停顿，失业状况空前严重，食品价格居高不下，劳工阶级处在饥寒与

贫困之中。基于此背景，济贫院让救助成为一场骗局，使贫困者无法得到应有的救助，加剧社会不公及

底层人民的苦难。乔修峰认为当时的伦敦“用身份标签对人进行制裁，扭曲并奴役人的自我认知，剥夺

生活的尊严和色彩”[13]。 
小说中奥利弗离开济贫院后，又被卖给棺材店老板诺亚当学徒，之后不堪忍受欺辱，逃出伦敦，误

入贼窝，被迫参与盗窃活动。奥利弗颠沛流离的一生从被定义为“三磅十先令的顽劣孤儿”开始就物化

为一个商品，而奥利弗只是当时新济贫法下苦难的一个小小缩影。 

5. 结语 

《雾都孤儿》中狄更斯对伦敦济贫院生活的描写体现了狄更斯对英国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的失败持

强烈批判态度。一碗稀薄的白粥，其物性并非在于果腹，而在于其作为“劣等处置原则”(Principle of Less 
Eligibility)的计量工具，精准地将贫民的生存状态控制在生与死的临界线上。衣物其意义不在于蔽体，而

在于通过其粗糙的材质与统一的色彩，执行阶级的标识与个体的抹除。一纸卖身契，其价值不在于契约

精神，而在于其作为法律文书，却公然将儿童的人身权利异化为可交易的商品。这些物品共同构成了一

个严密的“物体系”，将济贫院从一个慈善场所转化为一个通过物质剥夺进行身体规训与阶级压迫的异

托邦空间。这些看似琐碎的物质细节，汇聚起来便无情地揭露了新济贫法“以慈善之名，行压迫之实”

的政治真相。 
本研究通过比尔·布朗的物叙事理论重读狄更斯，不仅为狄更斯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路径，更旨

在强调，在一个经济和文化生产日益痴迷于虚拟、非物质和文本化的时代，文学批评重返“物”本身，关

注其物质性、能动性与叙事力量，对于理解历史、批判现实和守护人性，具有前所未有的紧迫性与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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